巨赞法师新佛教运动的启示
温金玉

巨赞法师是佛门领袖，护教使臣。他的一生，爱国爱教，以大法为己任，于佛教的革新孜孜以求，生死以之；于丛林建设谋划思路，制定举措，沥血呕心，念兹在兹。今天纪念巨赞法师，研讨他的新佛教运动，有三点启示，可资借鉴。
一、随方佛教

佛陀曾言：虽是我所制，而余方不以为清净者，皆不应用；虽非我所制，而于余方必应行者，皆不得不行。“随方毗尼”的原则其实昭示着佛教存世的意义，即佛教的在地化问题。仅从印度本土佛教来说，就有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大乘佛教——密教的分流。向外传播过程中形成了三大语系：南传佛教——藏传佛教——汉传佛教。而汉传系又可分为：中国佛教——日本佛教——韩国佛教——越南佛教。三大语系佛教形态各异，各具特色，形成不同风貌：乞食——素食——食肉带妻等。虽然各有差异，但并不影响所禀承的佛陀本怀。
佛教本土化的启示在于，一种理论在一个民族中的实现程度，取决于这一理论满足这一民族的需求程度。佛教的发展既要契理，更要契机。体现着佛教与社会的相适应性。巨赞法师的新佛教运动就是对佛陀本怀的践行，就是对新生政权的主动适应。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题，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文化，新中国的佛教就要体现出新的面貌与气象。这是巨赞法师始终不渝的信念。今天谈论佛教中国化问题，巨赞法师一生的作略就是对佛教中国化、佛教现代化所进行的深度探索。
二、法住法位

佛教传入中国后面临着中土强大的王权政治，政教关系成为佛教运行过程中始
终无法回避的问题。如何处理王法与佛法的关系，成为考验出家众圆融智慧的重要指标。政教关系和谐，就有佛光普照、多少楼台烟雨中的辉煌气象；政教关系紧张，也会出现“ 三武一宗”的法难。从佛教初传之日起，政教关系始终保持着这样的张力，历代祖师大德皆作了不懈的努力与调适。如佛图澄与后赵石勒、石虎的良好关系，推进了“民听入道”的政策实施，正法得立。道安提出“今遭凶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又教化之体，宜令广布”的弘法模式。至慧远时，在政教关系上做出了重大的探索，划定方内与方外的界限，他求宗不顺化，始终高扬“遁世之志”以及“不与世典同礼”的沙门传统，以《沙门不敬王者论》力主出家人应处“方外之宾”之位，铸造千古独步的僧格形象。“内乖天属之重，而不违其孝；外阙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在忠君孝亲的问题上做了最为圆融的协调。后秦姚兴之于鸠摩罗什，东晋桓玄之于慧远，唐太宗之于玄奘皆有劝后者还俗辅政的要求，但均被婉言谢绝，坚守自己的修道本色。
佛教虽讲不二，随缘不变，不变随缘，但其底线是不能破的。如净禅师曾言：“佛法是出世间法，不能苟合于世间法。”反观巨赞法师的佛教改革方案，一直试图寻求政权外力的支撑。尤其在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一个特定的语境中的所行所言，让今天的人看来可能过于政治化，过于激进化。巨赞法师积极配合当时在各地展开的思想改造运动，甚至以为改革佛教的重点是对佛教徒的“改造”。为此，他在北京成立了佛教徒学习会和僧尼训练班，让他们通过学习，搞通思想，认清时代，“提高僧尼们的政治觉悟和对于佛教的体认，使能从工作中实践佛教的真精神，增进修养。”其实新中国的诞生对僧团来说是一场考验，如何适应新生政权，如何来建立新佛教；对于新生政权何尝不是新问题呢，同样考验一个信奉无神论的执政党如何对待与处理宗教问题的政治智慧。在巨赞法师《一年来工作的自白》中有几处表述很有意味，一是由他起草并有21人签名的佛教改革意见书上书毛泽东主席后，“组织方面当然不便批示”。二是与时任北京副市长张友渔交谈，张说应组织佛教团体，但最好以解决佛教问题为宗旨，不必涉及其他。三是政协全国委员会宗教事务组召集座谈会，传达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大意为政府与宗教的合作，在于政治上一致，而不要求思想上的一致。各宗教应在教言教。这三个小细节其实都透出一个信息，建国初，政府在对待宗教的问题上是非常谨慎的，并不是强硬的以政干教，而是提倡政治上团结合作，信仰上相互尊重。执政党希望宗教回归宗教的本位。宗教人士的过度政治化于个体会带来边界不清，于信众会出现影响力的消减甚至反作用，所以要求在教言教，于政治保持适当的距离，不应过多的涉足其间。历史上冉闵曾访僧人法饶，问以军国大计，不验而被杀。玄高涉政，最终亦为拓跋焘所杀。巨赞法师一生以佛教革命者自居，最后却以“反革命”罪入狱，思来令人唏嘘。

巨赞法师确有其独特之处，新中国建立前夕，太多的名流显贵，纷纷离境，而法师才毅然从香港回归。他自己说是“为佛教在新社会中，争取一个合理的立场与正当的工作岗位而到北京”。在开国大典上他是唯一身着僧衣站立于天安门城楼上的出家人。他的这一形像可以说直观地呈现了当时新生政权的宗教政策，直接打破了境外共产党消灭佛教的谎言。后来他直接参与了中国佛教协会的筹办，成为佛协核心领导成员之一，并当选为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及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是真正意义上的佛门领袖。
回归到今天党和国家的宗教政策，依然是希望佛教界在教言教，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出家人。政治上靠得住，学识上有造诣，品德上能服众，关键时起作用。而对普通信众来说，他们要求法师要有法，道场要有道。

三、丛林制度建设

可以说巨赞法师一生的事业是他的新佛教运动。对于新佛教运动，巨赞法师有着持之以恒的思索。就今天所见史料，1940年，巨赞法师在广西桂林时，创办《狮子吼》月刊，就专门出版了“新佛教运动专刊”，大力宣传抗日救亡和佛教革新运动，新佛教运动“生产化”、“学术化”两个标志性口号当时就提了出来，并撰写了20多万字的《新佛教概论》。新中国成立后，他又上书毛泽东主席及各民主党派《新中国佛教改革草案》，后又有《新丛林组织纲要》（草案），认为制度的革新是佛教建设的前提，制度的整理才是教理整理的基础。新佛教运动的倡议，缘起于他对旧佛教痛彻心扉的反省，认为当时出现丛林商店化、地主化、小庙家庭化的畸形状态，他才发起建立新丛林的构想。今天道风建设是佛教界致力推动的一项工作，教制建设也是佛教僧团建设的主要内容，如何因应当代的形势，重新构建新时代的丛林制度当是最为迫切与关键的任务。比如今天丛林清规建设依然非常滞后，言必称“百丈清规”；比如日本佛教有总本山制度、我国宝岛台湾是山头佛教特色，那么大陆目前丛林的特色何在？中国大陆佛教未来走向如何？如何去有方、有力、有效的引导？这些都是值得我们认真思索与研究的问题。以往太虚大师的改革蓝图，巨赞法师的《新丛林组织纲要》都是我们建设现代丛林清规可资借鉴的宝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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